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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世紀90年代伊始，一股新民族主義的潛流開始在大陸媒體的日

常敘事中悄然湧動，卻鮮少得到大陸傳播學界的關注。作為中國社會

轉型期各種意識形態交匯、碰撞和鬥爭的重要場域，大眾媒體在新民

族主義的散播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1990–2008年間訴諸新民族主

義意識形態的媒體文本，尤其是報紙、學術期刊和暢銷書的社會歷史

分析表明，經歷了醞釀、形成和高潮階段的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在

進入21世紀後呈現加速轉型的態勢，發展出了高度自我肯定的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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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nationalistic undercurrent has been sweeping through Mainland 

China's media since the early 1990s. As a nerve center for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collision, and struggle in transformative society, mainland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 nationalistic information. A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ist discourse within mainland media, 

newspapers, academic journals, and best-selling books between 1990 and 2008 

shows that a highly self-affirmative dimension of new nationalist discourse is 

evid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dimension 

is increased transformation of new nationalist discourse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ir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cul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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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石獅、華表、天安門城樓、升國旗衛士、黃河、長城、人民英雄

紀念碑、和平鴿放飛、機械收割、工廠、火箭升空、五十六民族歡慶

場面、國旗和國徽伴隨着《義勇軍進行曲》一一展示。這是中央電視台

《新聞聯播》節目的經典片頭之一，曾在螢幕上播放了二十六個春秋。

對於那些每晚收看《新聞聯播》的觀眾來說，這一片頭是那麼的不可或

缺，以致於當央視在2004年9月宣佈將該片頭調至早間五點五十五分

播出時，觀眾反應異常強烈，甚至一度出現「萬人簽名強烈要求中央電

視台恢復每天國歌的播放」的網絡行動。為何一個幾十秒的片頭能牽動

那麼多人的神經，引發如此激烈的反應？

借助蒙太奇的表現手法，這一片頭將一系列具有象徵意義的民族

符號串聯在一起，建構了一個以民族傷痛、尊嚴和榮耀為主題的歷史

敘事。在這一敘事中，「過去」與「現在」具有線性進化關係，歷史的複

雜、其作為「話語」的可能性被取消。歷史呈現為持續延展的風貌，服

務於對當下合法性的證明。經由儀式性的巡演——每天同一時段在幾

乎所有頻道同步播放，這種去歷史性的歷史敘事將「不在場」的觀眾召

喚到共同的媒體時空中，分享民族的屈辱和驕傲。片頭的調整，因此

不僅意味着收視習慣的改變，還意味着神聖時空下的民族集體記憶的

斷裂，因而招致觀眾的強烈反彈。

上述敘事手法不僅存在於日常性媒體話語中，還存在於那些受人

矚目的涉外事件和衝突中。國內媒體關於「銀河號事件」、「北約轟炸中

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等事件的報導，均使用了上述敘事手法。與去歷

史的歷史敘事的廣泛散播相伴隨的，是國內民族主義浪潮的風生水

起。從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到1999年的「炸館事件」，從2002年日

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到2008年奧運聖火傳遞遭抵制，每一起存有爭議

的涉外事件或衝突，都會激發中國民眾高揚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激烈程

度不一的民族主義行動。

法國政治學家Delannoi他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序言中曾說過：

「從其廣度、韌性、變化來說，民族現象主宰了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

的歷史」（吉爾．德拉諾瓦，2005：14）。的確，回顧過去兩百年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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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鬥爭史可以發現，民族認同的確立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成或鞏固

是幾乎所有政治變動的終點。民族主義持續存在於世界政治之中，雖

曾被其他意識形態浪潮所淹沒，卻從未徹底退隱。每當世界格局發生

重大調整和震盪時，它就會重返歷史舞台的中心，發出時代的最強音。

這一規律清晰呈現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從鴉片戰爭

到「五四運動」，從抗日戰爭到改革開放，在每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

民族主義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為歷次大規模的革命和改革運動

提供合法性源泉。20世紀50年代，中國曾目睹國際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的甚囂塵上和民族主義的暫時隱沒。然而，在經歷了六七十年代「文化

大革命」的洗禮，以及八九十年代共產主義政權的分崩離析後，民族主

義再次抬頭，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導觀念之一。晚近這一趨勢產生

的社會歷史條件是什麼？大眾媒體在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與國內民

族主義思潮和運動的擴散有何關聯？如何理解和評價其關聯？這些是

本文試圖探討的議題。

文獻探討

民族主義

什麼是民族主義 (nationalism)？這是一個歷史難題。較具代表性的

定義來自英國學者Gellner，他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關於政治合法

性的理論，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厄內斯特 · 蓋爾

納，2002：2）。Hechter局部改進了這一概念，提出「民族主義」是一種

「使民族的疆界與治理政體 (governance unit)的邊界重合的集體行動」

（Hechter, 2000: 7）。這兩種定義均有助於說明那些以民族獨立為目標的

政治運動，但對於超出該目標的民族主義缺乏詮釋力。相形之下，

Smith所做的界定，即將「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為某一群體爭取和維

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該群體的部分成員認為有必要

組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安東尼．史密斯，2006：10)，更

廣泛地涵蓋了那些以民族復興為宗旨的民族主義以及那些更多關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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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社會問題（而非政治問題）的「沒有民族的民族主義」現象。

本文所探討的「民族主義」，更接近於史密斯所界定的「大民族的民

族主義」。所謂「大民族」，是相對於「族群」而言：後者強調「共同的神

話和祖先、記憶」，國內通常表述的民族，如漢族、藏族等，均屬於族

群的範疇；前者指的是「具有名稱、佔有領土的人類共同體，擁有共同

的神話、共用的歷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員生活在單一經濟之

中並且有着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安東尼．史密斯，2006：14)，中華民

族就屬於大民族的範疇。

所謂「民族主義」，首先是一種意識形態，表現為對民族共同體的

熱愛和忠誠，追求民族自治、統一和認同。其次，民族主義是一種中

空的意識形態，常常選擇、吸收、利用和再詮釋既有的社會文化資源

或調用其他政治意識形態，以提供對於民族和民族國家的起源、發

展、使命以及未來走向等的特定表述。民族認同是民族主義的核心理

想，表現為維繫共同神話、歷史、傳統與文化等的持續需求。當這種

需求受到實質或想像中的衝擊或挑戰，如遭遇前文提及的取消片頭的

動作時，對民族共同體的熱愛和忠誠就會點燃理性或非理性行動的開

展意願——民族主義因此具有了實踐的面向，可能超越觀念層面，轉

化為個體或群體行動。一言以蔽之，民族主義在本文中指涉那些強調

對民族共同體的熱愛和忠誠，追求民族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

態，其可能轉化為調用各種政治、社會文化資源以爭取或維繫民族自

治、統一和認同的現實運動。

中國新民族主義

「新民族主義」這一術語被研究者們廣泛用於描述中國自上世紀90

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部分研究者認為，與之前以民族解

放和獨立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浪潮不同，新民族主義圍繞民族「復興」展

開，具有國家中心、務實和工具性的傾向，主要功用在於填補共產主

義冷卻後的意識形態真空，賦予共產黨政權及其政治經濟舉措以合法

性（Zhao, 2005; Hughes, 2006）。這一論點在說明90年代初的中國政府

為何廣泛開展愛國主義宣傳運動以及之後二十年間為何將提升國家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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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實力和國際地位視為政治外交首要目標方面頗具啟發性，但它無法

解釋上述時期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為何頻頻演化為狹隘、激進的街頭暴

力，更無法說明在社會矛盾叢生的今日中國，此種工具性的民族主義

如何能得到民眾的體認，成為主導性的政治意識形態。

美國研究者Gries不無洞見地指出，新民族主義絕非簡單的「政黨

宣傳」工具或手段，其實質是一種「面子民族主義」，建基於中國民眾的

民族認同之上；而民族認同又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它隨着外部語境的

改變而轉換參照系，進而影響到建基其上的民族主義的內核和呈現形

態（Gries, 2004）。上述觀點在充分認識到中國民族主義的群眾根基，挑

戰將普通民眾視為單純政治受操控者的「常識」之餘，也揭示了將對新

民族主義的解讀建基於具體的社會歷史分析之上的必要及重要性。儘

管如此，較之性質和根源，包括Gries在內的諸多國外研究者更多關注

新民族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它對中國當前及未來政治與外交政策的影

響；新民族主義勃興的動因，特別是官方宣導的民族主義為普通民眾

所體認或抵制的過程和機制，未能獲得充分的探討。

再觀國內學界：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得到了研究者們較為細

緻的考證和分析（鄒小站、鄭大華，2007），但鮮少有人關注當代中國

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新民族主義問題；少數聚焦中國新民族主義的研

究，基本停留在對其內涵和特徵的探討上（李軍虎，2008），較少關注

新民族主義的傳播和擴散機制，且傾向於肯定其作為政權合法性源泉

的價值，缺乏對於新民族主義的非理性面向的批評與反思。

中國新民族主義與大眾媒體

民族主義與大眾媒體之間的歷史淵源，始於印刷技術的發明。報

紙在17世紀的誕生，創造了一個超乎尋常的「群眾儀式」，滋養了以單

一語言的閱讀大眾為基礎的「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民族的形成（本

尼迪克特 · 安德森，2003：34）。廣播電視媒體將「他者」的聲響和圖像

帶至我們面前，其所創造的同步性的社會體驗，為包括散居族裔在內

的更廣泛的人群提供了建構或強化民族認同的空間。正是這種「抽象

的、集中的、標準化的、一點對多面的交流方式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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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產生了民族主義的核心思想」（厄內斯特． 蓋爾納，2002：

166）。及至「第二次傳播革命」（van Dijk, 1999），以互聯網和數位技術

的普及為前提的資訊、人員、資本的全球性流動，進一步增加了人們與

「他者」接觸的範圍和頻率，民族認同趨向於流動和混雜的同時，旨在

對抗全球化進程的反應性民族主義濫觴（曼紐爾．卡斯特，2006）。

中國新民族主義的發端，正是90年代初那場依託大眾媒體及教

育、宣傳機構展開的大規模的愛國主義宣傳運動。從一開始，大眾媒

體就與新民族主義話語的勃興密不可分。從這一視角切入，黃煜、李

金銓指出（黃煜、李金銓，2004），90年代中國出版業分別採用「肯定

型」、「武斷型」、「好鬥型」和「理性 /批判型」四種模式建構民族主義話

語，以迎合官方重建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和市場的需求。這一發現在

Polumbaum關於奧運會媒體敘事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確認。後者發

現，憑藉以「授權」和「使命」為主題的宣傳活動，大眾媒體成功將奧運

會建構為一項「民族主義事業」，獲得政治與市場的「雙贏」（Polumbaum, 

2003）。一方面，上述研究為進一步探索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演進過

程，建構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類型學提供了必要前提；另一方面，

它們也揭示了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與廣泛的社會歷史語境，尤其是官

方的政策導向以及媒體的市場化進程之間的密切關聯。

另有研究者將視角轉向媒體話語的效果，關注閱聽人的媒體使用

行為與其所持有的民族主義觀念之間的關係。例如，Guo等人通過對

600名上海市民的調查發現，民族主義媒體話語對於閱聽人的民族主義

觀念，尤其是反應性民族主義觀念有着直接影響（Guo et. al., 2007）。

換言之，相對於民族認同空間的日常性建構，大眾媒體對於涉外事件

或衝突的報導更能激發人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和行動。這為本文聚焦涉

外事件和衝突報導中的民族主義話語提供了依據。

小結

總體而言，聚焦新民族主義與大眾媒體的關係的研究數量有限，

廣度和深度均有待拓展。這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新民族主義思潮

和運動的濫觴之間反差強烈。基於對既有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本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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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從傳播的視角出發，以大眾媒體所建構的新民族主義話語的歷時性

形態為經，以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與特定社會歷史脈絡的關係為緯，

在經緯交錯的視野中探析過去二十年間中國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演化

的過程及其動因，以期為國內尚在襁褓之中的「民族主義與大眾媒體」

研究貢獻一點微薄之力。具體說來，本文將以1990年至2008年國內出

版業中反映涉外事件與衝突或重大政治、科技成果等的暢銷書和報刊

文章作為分析對象，嘗試勾勒不同時期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基本形

態；進而結合不同時期中國與美國、日本的外交關係和媒體改革進

程，剖析不同類型的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背後的政治經濟動因。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文本分析與歷史分析的方法，描摹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

的基本形態和政治經濟動因。

文本分析

作為定性研究方法的一種，文本分析常被用於對特定傳播內容和

資訊的評價，以此了解文本中呈現的社會和歷史事件，解釋這些事件

的傳播過程（李琨，2009）。本文力圖透過對特定媒體文本的評價，發

掘媒體建構新民族主義話語的過程及模式。文本分析有助於這一目標

的達成。

文本分析的對象涵蓋所有類型的傳播內容和資訊。在具體操作

中，對象的選擇更多基於典型性而非代表性，分析單位既可以是單個

文本在形式或意義上的最小單元，如段落、場景等，也可以是系列文

本中的特定事物、事件或人物。在本文中，勾勒涉外事件與衝突或重

大政治、科技成果等的暢銷書和報刊文章是文本分析的對象，單本暢

銷書和某一「媒體事件」或「媒體故事」（Sun, 2001）則構成了文本分析的

基本單位。之所以選擇出版業作為分析對象，一方面是基於其在本文

所選時期內的傳媒業中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篇幅與精力的

限制。出於類似的原因，本文亦無法巨細靡遺地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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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所有的暢銷書和報刊文章，而只能選取某些具有典型意義的文本展

開分析。誠如前文所言，民族認同的培育有賴於日常化的媒體表徵，

而民族主義觀念、情緒乃至某些行動的激發，則多是圍繞特定的媒體

事件或故事展開。捕捉這些特殊的歷史瞬間，符合文本分析在取樣上

的典型性原則。

較之其他類型的定性研究方法，文本分析的方法體系較為多元。

通常，可以透過話語分析或修辭分析對文本進行評價（李琨，2009），

也可以經由意識形態分析、話語分析或再現分析的方法來揭示文本內

在的特質（孫衛華，2009）。本文更多採用了再現分析的方法，致力於

揭示媒體文本在呈現民族自我與他者上的方式，如視角、主題以及敘

事手法的選擇等。

歷史分析

誠如前文所言，本文將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置於特定的歷史語境

下加以理解和評價，這必然涉及對歷史分析方法的運用。自社會學家

孔德（August Comte）以來，這一方法被廣泛應用於對歷史過程的描繪

和解釋；它要求研究者設身處地地思考研究對象所處的環境、觀點和

感覺，以便更好地解釋後者的行動；使用這一方法的最終目的，在於

發現特定歷史過程中的社會現象的模式（艾爾．巴比，2005：324–

330）。就本文而言，採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有助於發掘新民族主義媒

體話語的演進規律尤其是該進程內在的穩定性和延續性，獲得對此類

話語更客觀、全面的理解和評價。

通常，歷史分析的對象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本文

的分析焦點在於1990年至2008年間外交關係和媒體改革的動態。之所

以從廣泛的社會歷史因素中選擇這兩項加以考察，與本文既定的研究

對象有關。作為中國社會轉型的表現之一，媒體改革進程涉及大眾媒

體與政治、經濟力量之間的角力，而後兩者已經被證明與新民族主義

媒體話語的勃興密不可分（例如，黃煜、李金銓，2004）。另一方面，

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民族認同的培育有賴於「他者」的存在，

正是在對內群相似性和內外群差異的不斷確認中，人們達成對自我群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8期（2014）

130

體歸屬的定位（邁克爾 · A · 豪格、多明尼克．阿布拉姆斯，2010：

91）。外交關係的動態尤其是涉外事件和衝突與反應性民族主義的出現

密切相關。在建構此類民族主義話語的過程中，大眾媒體同樣需要考

量政府立場和民間反應，與政治、經濟力量之間展開角力。因此，就

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這一研究對象而言，聚焦外交關係和媒體改革的

動態有助於解釋大眾媒體與政治、經濟力量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獲

得對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適切、深入的理解。

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演進

醞釀期：希冀猶歸中華

20世紀90年代初，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展

開。它號召青年知識份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愛國主義傳

統」（江澤民，2005），既要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

人民包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又要克服民族虛無

主義傾向，警惕和抵制西方大國的和平演變策略和顛覆中國社會主義

制度的企圖。在這場以青少年為目標對象，旨在宣傳中國近現代史知

識的「國情教育」中，媒體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90年下半年，《人民

日報》、《解放軍報》、《半月談》、《求是》等報刊紛紛撰文，宣傳以國家

主權和民族獨立為要義的愛國主義，批判全盤「西化」的思想，譴責以

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政治幹預和意識形態滲

透，強調中國直面此類威脅的信心和能力。這些媒體文本勾畫了中西

長期對抗的歷史畫卷，喪權辱國的半殖民地經歷是追求民族統一、國

家富強的動因與合法性源泉；家、國、人被表述為休戚相關的利益共

同體，其終極訴求在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續寫古老文明的盛

世傳奇。無論是政治、經濟實力的提升，還是文化、科技潛能的開

拓，均服從於「復興」這一主題，即在當今世界格局中找回原本屬於中

國的位置。這場以愛國主義為旗幟，在民族興亡的框架下展開的宣傳

活動，揭開了90年代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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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中國官方在1989年政治風波中採取的強硬手段，20世紀90年

代初，美國等多個國家宣佈對華實行制裁。具體措施包括中止與中國

的軍事、科技和經貿往來，停止國家間的高級官員互訪等。中美關係

因此進入到了自20世紀70年代建交以來的最低谷。儘管如此，中美兩

國之間的交往並未停歇。早在1990年6月，中美科技往來就已經重

啟，美國出口銀行也恢復了對華出口信貸（熊志勇，2006）。及至1991

年11月，美國國務卿貝克應邀訪華，中美關係開始回暖。從1990年至

1992年，美國參眾兩院曾三次提交議案，要求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或將其與中國的人權改善狀況掛鉤，均被時任美國總統的卡特否決。

在報導「最惠國待遇」問題方面，國內報刊相對客觀地呈現了美國

總統與國會在該問題上的差異立場，充分肯定了前者在無條件延長中

國「最惠國待遇」上的努力。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多次

刊登新聞或社論，指責美國以人權問題為「藉口」幹預中國內政，譴責

美國的「強權政治」，為中國的人權狀況辯駁，揭露美國自身的人權問

題，等等。在有關「人權」議題的報導中，部分美國政治家的立場被等

同於美國的國家立場，後者被呈現為一個虛偽、霸道、居心叵測的國

家。這類訴諸國家間對立，通過建構「他者」形象以增強自我合法性的

話語，在圖書出版業中有更集中的體現。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官方就已經停止向部分報紙提供津

貼。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國內報社開始引入企業管理體系，開源節

流。廣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回歸，以及晚報在80年代末90年代

初的興起，表明了「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進程在報業的開啟。儘管

如此，上述進程的推進一直比較緩慢。與「企業化管理」更多是一種局

部探索而非整體現實的報業相比，圖書出版業的市場化導向則明晰得

多。80年代《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出版社改革試行辦

法》等檔的出台，為圖書出版業追求經濟效益明確背書。1986年以後，

一度「超常規增長」的國內出版業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新書

訂數大幅削減，出版業陷入低谷（陳昕等，1989）。80年代末由官方發

起的「掃黃」運動表明，在巨大的市場壓力下，經濟效益已經開始壓倒

社會效益，成為圖書出版業的主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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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批揭露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真實本

質」的出版物陸續面世，反美情緒開始在媒體敘事中蔓延。其中，出版

於1991年的暢銷書《一筆血淋淋的人權債：朝鮮戰爭戰俘遣返解釋代表

的日記》，以紀實的筆調描述了美軍在朝鮮戰爭中虐待中國戰俘的歷史

罪行，矛頭直指戰時美國的人權問題（賀明，1991）。次年，《曼哈頓的

中國女人》一書出版，曾一度被設想為天堂的美國社會被進一步解魅。

這本自傳體式的小說細緻描述了中國女人在紐約的致富史，並暗示美

國社會是一個競爭殘酷、欺詐橫行的「原始叢林」。全書以聞一多的詩

篇結尾，那聲「咱們的中國」的呼喚，點明了該書的最終題旨：美國絕

非天堂，希冀猶歸中華（周勵，1992）。同一主題還迴響在1991年面世

的《北京人在紐約》一書，以及兩年後根據該書改編而成、在中央電視

台熱播的同名電視劇中。主人公王起明從發跡到破產的人生歷程，被

刻畫成對弱肉強食、道德淪喪、一切朝錢看的美國社會的細部寫真（曹

貴林，1991）。這一時期的媒體話語多在中美對抗或對比的邏輯中展

開，側重於揭示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的陰暗面，言辭較為溫和、含蓄。

形成期：被「遏制」的中國

1993年是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轉捩點。這年9月，中國競逐

2000年奧運會申辦權敗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抬頭，並呈現出與抵制

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策略的愛國主義話語合流的趨勢。自1991年2月

官方正式提出申辦第27屆奧運會以來，國內報刊持續不斷地為申奧造

勢。在「開放的中國盼奧運」的口號下，申奧被塑造為一個得到海外華

人華僑、國際友人及組織的踴躍支援的全體國人的夢想，是展示中國

改革開放的成果，表達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的決心、意願和能力的中

心舞台。然而，就在投票日期逐漸逼近，國內報刊對於利好結果的渲

染水漲船高之時，美國國會於1993年6月通過了一項議案，以「人權」

問題為由反對中國主辦奧運會。國內報刊一片譁然，紛紛指責以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借人權問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踐踏奧林匹克原則。

同年9月，北京以兩票之差落敗。這一結果被國人視為對其民族情感的

傷害。「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一位律師在接受《遠東經濟評論》的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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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時說，「中國人開始相信美國意圖遏制中國」（Chanda & Huus, 1995）。

1993年初，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華政策隨之調整，包括

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關聯，展開對華軍事制裁，改變對

台政策，重啟對台軍售等。從1993年至1995年年間，持續不斷的摩擦

和衝突構成了中美關係的主導面向。這一時期，國內報刊有關中美摩

擦的報導不斷，包括美國在公海封鎖中國的「銀河號」，允許台灣總統

李登輝訪美，連續幾年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譴責中國的人權狀況等。

這些事件被解讀為美國對中國的公然敵視和侮辱，是「美國力圖阻止中

國變強，以便其繼續獨霸世界」（Yan, 2001）的明證。它們客觀上構成

了反美情緒的助推器。

對於國內報業而言，1993年同樣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深

圳商報》社首提「集團化」構想並初步付諸實踐，「集團化」開始成為業

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在經歷了十餘年緩慢的市場化探索後，國內報業

正式邁入數量快速增長，功能、結構多元化，企業屬性日益明晰的新

階段。在這一階段，廣告正式取代銷售收入，成為報業收入的主要來

源（巢乃鵬，2000）。市場需求的滿足，如迎合1993年以來在普通民眾

中蔓延的反美情緒等，因此成為新聞生產的重要目標。儘管如此，在

涉外事件或衝突的報導上，市場化並不意味着更大的彈性與空間。

1994年，《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頒佈，明確提出「運用現代化的傳播

手段對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各級新聞出版和影視部門的神聖職

責……要注意抓住有利於振奮民族精神的重大事件，形成愛國主義宣

傳的高潮」。與前一階段一樣，這一階段的涉美報導仍保持與外交立場

的高度一致，視角較為單一。

在市場化進程整體加速的出版業中，學術期刊佔據着較獨特的位

置。它們被允許長期領受津貼，較少受到市場力量的左右。1994年以

來，國內一批有影響的刊物，如《讀書》、《天涯》、《開放時代》、《戰略

與管理》等，頻頻刊發討論民族主義與當下中國的現實發展問題的文

章，客觀上促成了民族主義思潮的進一步擴散。在觀察和詮釋中國現

實發展問題時，《讀書》、《戰略與管理》等刊物推出了大量以馬克思主

義、後殖民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等西方激進批判理論和「後學」話語為依

據，強烈抨擊美國主導下的全球資本擴張和「文化殖民」的文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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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直接訴諸於民族主義的復興，呼籲在中國推進以發展經濟為主旨

的「務實的民族主義」（尹保雲，1994）、「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

主義」（蕭功秦，1994）或「文化主義的民族主義」（張曉剛，1994）。作

為後「冷戰」時代的中國應對國內外局勢的一劑「社會良方」，民族主義

被表呈為一項合理且必要的事實。雖在理解國家利益的內核方面各有

側重，但這些文章大多認為，在當前社會歷史語境下，推動和利用民

族主義意識形態，內有助於凝聚社會人心，緩解意識形態資源的匱

乏；外有助於抵制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霸權，為

本民族的生存和發展贏取時間。一言以蔽之，民族主義與中國的國家

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立言正名或疾聲呼籲

之餘，一些知識精英還將民族主義立場直接貫穿於他們對現實問題的

觀察和分析之中。「崛起」、「復興」、「強國夢」等詞彙在國內理論刊物

上的頻頻出現，標誌着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學術話語中的全面復興。

1993年到1995年構成了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成長期。在這一階

段，新民族主義話語同時活躍於官方媒體和知識份子的言論陣地內，

並向整個社會意識結構滲透和擴散。越來越多的政治精英、知識精

英、青年學生乃至普通民眾開始認同這一觀點——中國的發展正被以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視為威脅，後者力圖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

領域遏制和圍堵中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為了應對日益激烈的

民族國家間的全方位競爭，中國必須最大限度地提升國家能力、維護

民族利益。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成為了同一規劃的兩面和不證自明的

終極目標。儘管如此，這一時期的新民族主義話語仍保持了相對溫

和、克制和審慎的立場，獲得普遍認同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仍以理

性、務實為要義，這一局面在1996年下半年被迅速打破。

高潮期：反「遏制」的中國

出版於1996年的「說不」系列，包括《中國可以說不》（宋強等，

1996）、《中國還是能說不》（宋強等，1996）、《中國為什麼說不》（彭光

謙等，1996）、《中國何以說不》（張學禮，1996）等，構成了新民族主義

媒體話語的重要分水嶺：簡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滲透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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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中，以其誇張、聳動的言辭吸引了社會各階層，尤其是青年學生

的極大關注。「說不」話語多在「我們」與「他們」二元對立的框架下展

開，「對抗」、「清算」、「抗戰」等大字報式的詞彙被頻頻採用，以此表

達其自尊、自卑和自戀的民族主義情緒：對「他們」的強權政治和霸權

主義行徑的批判僅是手段，確立「我們」的道德優越性並取而代之成為

新的世界領導者才是目的所在。

同年底，《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出版。這本由八位學者和記者聯合

打造的政論集細緻描述了西方媒體尤其是美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

報》、《華盛頓郵報》、好萊塢、「美國之音」等「妖魔化」中國的現象。

該書指責美國輿論界、知識界和學術界在「冷戰」意識形態的指引下，

大肆渲染「人權」、「中國威脅論」、「中美貿易逆差」等問題，有預謀地

醜化和汙衊中國社會、政府乃至人民，達到煽動國際反華浪潮，「搞垮」

中國的目的（李希光等，1996）。次年，該書熱賣並引發社會的普遍關

注。「妖魔化」一詞開始頻頻見於刊尾報端，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相

信，西方媒體尤其是美國主流媒體的對華報導存在深刻的偏見和歧

視，它們意圖通過文化和價值觀念的輸出改變和顛覆中國。這一趨勢

表明中國知識精英的民族想像與民間激進的民族主義話語開始合流。

進入1996年以後，中美關係始終處於曲折波動的狀態：因台海問

題、亞太戰略陷入短暫「倒退」期的中美關係在1996年秋再度恢復，並

在兩國首腦互訪後進入「蜜月」期；1999年因「李文和案」、「炸館」事件

等導致的雙方的緊張狀態，又因朱鎔基總理的訪美之行和「入世」談判

的成功而有所緩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戰略的調

整，包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等，

促成了中日關係的微妙變化。90年代的最初幾年，也就是1991到1995

年間，中日高層互訪頻繁，關係良好。進入1996年以來，日本國會先

後通過《聯合宣言》等法案，將台灣納入「周邊事態」範疇，被中方視為

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引發中方不滿。與此同時，日本「右翼」勢力的一

系列動作，包括在釣魚島設立燈塔，修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

社，訪問台灣等，也給中日關係帶來挑戰。儘管如此，從1996年到

2000年，中日高層互訪並未間斷，兩國關係雖有降溫之勢，但並未發

生實質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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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兩個階段不同，1996年至2000年間的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與

外交話語之間的同步性和一致性有所降低。以圖書出版界為例。大量

鼓吹中美、中日的「衝突」與「對抗」的暢銷書得以出版，如《中美軍事

衝突前前後後》（洪永宏等，1996）、《超越美國：美國神話的終結》（席

永軍，1996）、《中美較量大寫真》（陳峰等，1996）、《血債：對日本索

賠紀實》（高平、唐芸、陽雨，1997）、《為什麼日本不認帳：日本國戰

爭賠償備忘錄》（李正堂，1997）、《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房寧

等，1999）、《穿越台灣海峽的中美較量》（宋連生，鞏小華，2001）等。

更有發驚人之語者，如《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喬

良、王湘穗，1999），主張在未來戰爭中使用一切武力和非武力、軍事

和非軍事、殺傷和非殺傷的手段，如恐怖戰、毒品戰、生態戰等打擊

敵人，使之服膺於中國的利益。與官方務實、克制的外交話語不同，

此類新民族主義話語激進、好鬥、富有煽動性。它們的廣泛傳播與當

時圖書出版業的發展現狀不無關聯。

90年代初以來，一度陷入困境的圖書出版業開始呈現緩慢復蘇跡

象，印數和印張較之80年代中後期有所回升（陸本瑞，1994）。特別是

經歷了1994年以來的「階段性轉移」和「三建一改」後，國內圖書市場臻

於成熟。上述暢銷書的出版，正是圖書出版業遵循市場規律，迎合並

激發市場需求的表現。憑藉其「更精彩、冷酷及富有想像力」的民族主

義話語，《超限戰》一書就在「一年內七次再版，銷量高達7萬冊」（李金

銓，2004）。對於國內圖書出版業而言，建構「反美」、「反日」話語既能

基本滿足官方愛國主義宣傳的要求，又能迎合民間風生水起的民族主

義情緒，獲得可觀的市場回報，何樂而不為？

1996年至2000年間，國內報業同樣經歷了一個高速成長期：集團

化全面推進，廣告收入大幅增長，都市報異軍突起，掀起報業競爭熱

潮。儘管如此，相對於圖書出版業，國內報刊在建構新民族主義話語

方面的靈活性明顯較小。以1999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

件為例。在報導的首日即5月9號，國內報刊關注的焦點在於中國政府

與社會各界尤其是高校學生的反應。其中，「炸館」事件被解讀為以美

國為首的北約對中國主權的蓄意踐踏和對中華民族的侮辱，這一說法

客觀上加劇了國內民眾的反美情緒。據上海零點調查公司在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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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進行的一項快速電話調查的結果，83.5％的受訪市民表示厭惡美

國，在所有的調查對象中，有83.6％的人希望政府抱持強硬的外交立

場。1 與此同時，以高校學生為主的反美示威活動的規模迅速擴大，其

中僅北京一地就有10萬餘人參與了10日晚的示威遊行。5月11日，克

林頓政府公開向中國道歉，亞洲報章也開始呼籲中國政府保持克制。

翌日，呈現過激勢頭的反美示威活動被叫停。從5月10日至12日，譴

責北約暴行、反映國內輿情的媒體話語仍在強勢發聲，但呼籲民族圖

強的話語也開始慢慢進入新聞敘事，以便為國內過熱的反美情緒降

溫。國內報刊將「炸館」事件歸因於西方國家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歸

因於現階段中國國家實力的相對落後，號召國人做好本職工作，推進

改革，發展經濟，增強國力。此後，鼓吹民族圖強的話語在相關報導中

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到5月下旬該事件終告平息為止，開放和發展的話

語已經再次取代了對抗話語，成為中美關係問題上的媒體話語的主流。

1996年到2000年是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高潮期。與前兩個階段

相比，這一時期的媒體話語具有兩個相對明顯的特徵：其一，簡單、

狹隘的「反西方」情緒開始滲透到媒體話語中，與部分知識精英的民族

主義觀念合流；其二，自我確認的民族主義話語也開始在媒體敘事中

生發蔓延，這尤其體現在有關香港回歸、澳門回歸、「申奧」、「入世」

等重大事件的報導中。

以香港回歸為例。早在90年代初，有關香港問題的報導就已頻頻

見於報端。1993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我們對香港問

題的基本立場》，即是一例。時隔四年之後，也就是在香港政權正式交

接的1997年7月1日，《人民日報》以「中華民族永載史冊的盛事，世界

和平正義事件的勝利」為眉，在其頭版頭條位置宣佈了「中國政府對香

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消息，並在之後幾天（7月1日至5日）開展了持續、

密集的宣傳報導。國內其他報刊也紛紛開闢專題，投入到對香港回歸

的報導中。除了介紹中英政權交接的細節外，國內報紙還報導了大

陸、香港、海外各界人士的相關慶祝活動，包括遊行、座談、文藝聯

歡等，勾勒了一幅「萬眾同心慶回歸」的和諧畫面。此外，香港回歸的

背景、協商過程和影響等議題也得到了國內報刊的關注。在相關報導

中，「回歸」被納入到線性的民族歷史敘事中：昔日祖國積貧積弱、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8期（2014）

138

府腐敗無能，註定喪權辱國；今日中國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綜合國
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故能洗雪百年恥辱；明日中國征帆
再啟，必將實現國家的安定統一，民族的全面振興！該敘事尤其強調
香港回歸在「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凝聚中華民族的利益」、

「實現祖國統一、振興中華的偉大事業」方面的工具效用。它將「政權的
交接」定格成「強國夢」實現過程中的偉大歷史瞬間之一，化約為國家繁
榮昌盛、民族全面復興的政治表徵。同樣的修辭還被用於「澳門回
歸」、「申奧」等事件的報導中。這種將「過去—恥辱」與「現在—自豪」
對立起來的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開啟了國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迅
速積聚的新時期。

仍舊是在圖書出版界，傾向於自我確認和肯定的新民族主義媒體
話語發展出了較極端的形態。《傾聽中國：新冷戰與未來謀略》（何德
功、浦衛忠、金勇，1997）、《人類的希望在中國》（瞿湘，2000）等書的
出版與暢銷，標誌着民族主義意識的進一步升溫。它們在片面解讀西
方文明的同時，強調東方尤其是中國的道德至高性，主張「西方理性」
與「東方理性」、「肉食民主」與「草食民主」的對立與分野，認為西方的
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正走向沒落，唯有中國才能拯救世界。這種過
度抬升中國文化價值的言論，有滑入「東方—中國中心主義」囹圄的可
能。它與狹隘的「反西方」言論相隨相生，共同構成了世紀之交的新民
族主義媒體話語的基本面向。

加速轉型期：「崛起」的中國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遭遇恐怖
襲擊，3,000多人在這場災難中喪生。國內報刊在表達對罹難者的同情
和對恐怖主義者的強烈譴責的同時，將主要精力集中在了該事件的後
續影響上。它們對美國及其影響下的世界經濟走勢的悲觀預測，和對
日益猖獗的恐怖主義的擔憂，客觀上緩和了國內部分民眾的反美情
緒。此後，有關中美高層頻繁互訪，開展戰略經濟對話、聯合演習、
合作「反恐」等的報導層出不窮。「反美」情緒在國內媒體的日常敘事中
雖時有迸發，但程度上已大為減弱。與此同時，日本開始上升為中國
激進民族主義者眼中的頭號「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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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是中日關係的重要轉捩點。從這一年開始直至2005年，中

日關係一直處於「冷淡」期。2001年就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在政治

領域的一系列動作，包括六次參拜靖國神社，尤其是在「中日邦交正常

化30周年」的2002年參拜靖國神社，抗議中方開展的核子試驗，以 

及將釣魚島燈塔國有化等，直接導致中日高層互訪中斷（張歷歷，

2006）。國內報刊有關日本的一系列報導，包括瀋陽領事館事件、釣魚

島「租借」事件、靖國神社參拜問題、「8．4」事件等，加劇了民間的「反

日」情緒。2005年，日本政府提出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申

請，中國國內多個城市旋即爆發大規模的反對日本「入常」的示威遊行

活動，即是上述趨勢的明證。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民間的「反日」話

語與官方宣導的愛國主義漸行漸遠。以至於當安倍晉三通過2006年的

「破冰之旅」重啟中日高層互訪，中日關係再度迎來「暖春」時，中國民

間還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激烈抗議日本政府擬派自衛隊運送救

災物資的提議，迫使官方因最終拒絕了日方提供的國際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輪以反日為主旨的新民族主義話語的擴散

過程中，都市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為「中國報業競爭的直接產

物」（董廣安，2002），都市報在21世紀初高速發展，帶來了報紙內容

的「社會新聞化」趨勢——社會新聞構成報紙新聞版面的重中之重，軟

硬新聞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這一趨勢的直接後果，是國內報業尤其

是都市報對於新聞可讀性的過度追求，如在報導中訴諸聳動的新聞標

題，聚焦軼聞、趣聞和醜聞等。此類報導往往能成功吸引讀者的興

趣，形成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幫助報紙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尤其是

在互聯網技術日趨普及、報業紛紛「試水」網絡化的21世紀，經由報紙

新聞網站以及商業性新聞門戶網站的廣泛轉載，高度可讀的新聞能產

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進而轉化為更可觀的市場利潤。這正是2001年

以後國內報刊常常致力於建構較之官方的愛國主義主張更冒進的新民

族主義話語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國內報刊會採用新民族主義的話語框架來詮釋與民族並

無關涉的人、物或事件，日本旅遊團珠海買春事件即是一例。2003年9

月25日，《中國青年報》一則題為《珠海一日本旅遊團國恥日尋歡，聲

稱來華只為買春》的報導，以典型的「人情味新聞」的筆調描述了「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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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景象，揭開這一新聞故事的序幕。其中對於事發時間——國恥

日的強調，和對日本遊客吐露來華目的以及要求在酒店大堂懸掛國旗

等細節的敘述，含蓄地暗示該事件可能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地

侮辱中國女性、傷害國人民族自尊心的集體行動。「日本遊客—玩—

中國姑娘」的顯在的故事情節，極易引發國內民眾對於「日軍—蹂躪—

中國慰安婦」的歷史記憶的聯想和模擬。翌日，新浪網轉載了這一報

導，之後短短5天，追加評論的帖子竟達24,000多條。從9月26日至

12月12日，國內先後有30多家報紙、雜誌和網站刊發了約70條新聞

和評論，就「買春團事件」的原委、進展、結果、國內外的反應、事後

的反思等議題展開了廣泛報導。繼《中國青年報》之後，又有5家報紙

在複述該事件時迴避了事件發生的實際時間，即9月16日至17日，而

以打「擦邊球」的方式將這一事件與「國恥日」以及民族尊嚴聯繫在一

起，如將標題表述為「9 · 18成群日本客珠海召妓」、「國恥日珠海來了

日本『買春團』」等，以及將新聞故事主角臉譜化，分別描述成充滿「憤

怒」和「恥辱感」的「有良知的中國人」、醜陋的日本「買春客」以及「失卻

了肉體身份與心靈認同」的中國色情業者，從而使一起違反法律和社會

道德的事件與民族關係糾葛在一起，具有了泛政治化的色彩。在對該

事件的反思中，某些報刊所刊發的評論文章仍採取了民族主義的話語

框架，如認為「買春團事件」將「兩國民間關係推到了一個不平等的位置

上」，譴責「皮條客」出賣「同胞的身體」和「民族的尊嚴」，指責日本不

值得信任、令人失望。這類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迅速傳播，對民間

本已湧動不安的「反日」情緒無異於是推波助瀾。

在面對涉及內政外交的重大事件時，一方面，國內報刊會開闢專

題或專刊來加強報導的深度和廣度，製造新的輿論關注點；另一方

面，這些報刊還會採取特定的話語策略，如煽情的言辭來加強報導的

熱點效應，吸引閱聽人的眼球。2003年10月15日至16日，我國歷史

上第一架載人航太飛船「神舟五號」順利升空並返航。國內報刊對這一

事件的報導投以極高熱情，除了記錄航太飛行的全過程外，還詳細介

紹了飛船的研發過程、技術細節、宇航員的航行體驗和生活故事以及

社會各界對該事件的評論和反應等。它們將這一事件納入到民族復興

的歷史敘事中，與千年的「飛天」夢想聯繫在一起。其中，《北京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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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除大量轉載新華社電訊外，還派出了聯合報導小組採寫獨家新聞，

開闢「神舟專刊」，提供更多「幕後花絮」。該報將「神舟」五號順利返航

的日子稱作「最偉大的一天」，並以《民族傳奇飄落草原》為題來描述飛

船返航的場景；此外，該報還刊登了一組專題文章和照片，全方位地

塑造了宇航員的「太空英雄」的形象。包括《北京青年報》在內的國內報

刊在建構這一歷史話語的過程中，鮮少談及這項花費鉅資的科研探索

活動的現實效用，而是將大部分精力傾注到了對該事件的符號價值和

象徵意義的挖掘上，從而使一項重大的科技成果淪為媒體話語中不斷

複現的「強國夢」的另一註腳。

2001年至2008年，國內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建構進入到了一個

加速轉型期，這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反西方」的新民族主義

話語的重心發生轉移，「反美」情緒趨於緩和，「反日」話語甚囂塵上；

其二，自我確認和肯定的民族情緒持續升溫，成為新民族主義話語的

首要面向。

從「神舟」六號載人飛船順利升空到「嫦娥」號探月衛星成功發射，

自我確認和肯定的新民族主義話語充斥在國內報刊的科技報導中。發

生於2008年的兩場重大自然災害——南方雪災和汶川地震，則使這類

媒體話語獲得了更顯在、更完整的形態。抗災救災活動被國內報刊塑

造成了一場中華民族與大自然之間的「戰爭」，「強韌的國家力量」以及

「不屈的民族精神」是奪取「戰爭」勝利的根本保證（車玉明、李斌、黃

全權，2008）。災難因此成為了國人向世界展示國家實力與民族精神的

契機，而這樣的展示最終證明「震撼了全世界」。潛藏於這些文字之下

的，是對民族榮耀和價值的不斷確認，以及將中國置於世界中心的民

族意識。這種意識在有關「籌奧」活動的宣傳報導中達到了頂點。早在

火炬傳遞開始之前，國內多家報刊就曾開闢奧運報導的專版或特刊，

將籌奧的過程描繪成崛起的中國的世界巡展。以致於當「聖火傳遞」在

巴黎、倫敦等城市遭遇抵制，國內報刊所勾畫的世界期待「祥雲」降臨

的美好前景與現實相去甚遠時，國人只能以憤怒來填補因日漸強烈的

民族自豪感受挫而留下的情感空窗，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互聯網上

再度迸發。正是從這一刻起，膨脹的民族自豪感取代昔日「反西方」情

緒下強烈的憂患意識，上升為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主導性價值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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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縱觀過去近二十年間新民主義媒體話語的演進歷程可以發現，如

果以民族主義的參照對象（對外 /對內）和理性程度（理性 /非理性）為指

標建立縱橫坐標軸，不同階段居於主導地位的媒體話語將處在這一坐

標軸的不同區間內。其中，「對外」指的是將其他民族或國家「他者

化」，強調與他者的競爭或對抗，「對內」指的是將往昔自我「他者化」，

強調的是對自我的肯定和認同；「理性」和「非理性」則是相對的概念，

前者表現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盡可能不損害他者利益，強調自我優

勢的同時不迴避自身不足，後者表現為對他者利益的漠視和對自身利

益的極端強調，以及盲目的自信和優越感。如果說醞釀和形成期的媒

體話語主要是對外 /理性導向，高潮期的媒體話語兼具對外 /非理性和

對內 /理性導向的話，加速轉型期的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則無論在對外

或對內上都是非理性導向了。總體上，過去近二十年間，新民族主義

媒體話語的發展態勢是從對外逐漸轉為對內，從相對理性轉向非理

性。上述座標有助於我們勾勒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演進軌跡，但它

無法解釋該軌跡形成的原因，也無法說明為何同一階段的媒體話語會

呈現出多重形態。

另一條軸線因此必須被引入，即話語建構的主體——媒體的市場

化程度（強市場化 /弱市場化）。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媒體，越可能在對外

的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上偏離官方宣導的愛國主義之宏旨，迎合民間

激進的民族主義主張，也越可能在對內的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上迎合

官方及民間立場。引入此一維度，我們就可以理解新民族主義媒體話

語為何日趨對內和非理性，理解同一階段內媒體話語的多樣性，以及

官方對非理性的媒體話語的曖昧態度。

1990至2008年間，中國媒體、官方和民間的民族主義話語之間呈

現出錯雜複雜的關係，時而並行，時而合流，時而背離。如果說重建

政權合法性曾是官方宣導愛國主義宣傳的初衷的話，今日的媒體話語

多少已經逸出了官方最初的構想和框架，呈現出與民間激進的反西方

話語合流的趨勢。然而，合流並不意味着完全同步。在某些重大涉外

事件或衝突中，媒體話語與民間話語之間依然存在着明顯的錯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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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義媒體話語因此並非單純的政治意志操縱的結果，也不是新民族

主義尤其是激進的反西方意識形態濫觴的唯一動因。較適切的態度，

是將媒體視為政治意志、市場力量以及維繫媒體自身權力邊界的動力

間相互碰撞和協商的場域。以此為出發點，考量媒體在什麼維度上、

以何種程度反映多方利益和價值需求。本文已經在歷時性的視野內對

這一議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未來的研究可以在共時性的視野中展

開，結合更廣泛、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對新民族主義媒體話語的生

成機制展開討論。此外，新民族主義話語在電子媒體中的基本形態，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民族主義話語建構過程中的互動過程和機制，以

及偏重媒體日常敘事的民族主義話語分析，也是未來可以探索的方向。  

隨着經濟、科技的發展，國力的提升，我們不難預見，在未來相

當長時期內，新民族主義話語將在大眾媒體的日常敘事中持續存在。

短期來看，其中那些以務實為要義的民族主義話語在激發社會凝聚力

和向心力，推進現代化建設方面具有可觀的效用，但從長遠來看，訴

諸民族主義並不符合媒體自身的社會角色和國家的根本利益：鼓吹激

進言辭雖能說明媒體贏得一時之利，卻可能帶來對公共話語空間的擠

壓，造成對媒體權力場域的實質侵蝕；高揚民族同一性可以贏得國人

的忠誠和熱情，卻也可能造成對個體和次級群體的權利和利益訴求的

高度異質性的漠視乃至壓制，阻礙社會的和諧與發展。何去何從，還

需謹慎審度。

註釋

1 凌雲 (1999年5月11日 )。〈市民反美情緒普遍增強，要求政府展開強硬外

交〉。上網日期：2008年7月16日，取自http://www.chinavista.com/experience/

lingdian/chdiaocha2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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